
*从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到数字话语网络
——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构型机制

□ 单小曦

内容提要 “话语网络”对应的是文论话语生成的“构型”机制和生产逻辑。借鉴

福柯的“知识型”和基特勒的“话语网络”研究，可以将文论话语网络视为一个时代参

与文论话语意义生产的媒介系统或网络整体性运作机制。1978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论领

域，主要存在着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和数字话语网络两大话语网络。当代中国文论的十

多种代表性文论话语都以书写—印刷话语网络为构型“主导”，形成了客观物质实体性

文本、条块分割的文艺与文论话语交流方式，现代性和建设性后现代性文论话语范式得

以构建。新媒介文论话语以数字话语网络为“主导”，生产出了非实体性的数字文本、

网络交互界面、灵活和互动性更强的数字化传播平台，而这一切正在推动中国新媒介文

论走向数字现代性的文论话语范式。

关键词 当代中国文论 书写—印刷话语网络 数字话语网络

作者单小曦，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杭州 311121）

四十多年来，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照“三大体系”要求和具有一

定国际影响力的发展建设目标， 仍任重而道远。为了能对当代中国文论及其未来建设进行更为充

分、深入、有效的研讨，笔者提出一种“话语形态—话语范式—话语网络”的反思和研究模式。

这一模式中，“话语形态”“话语范式”“话语网络”分别对应着文论话语的整体面貌、内在基质

和“构型”机制。按照此前的研究，笔者提出，1978年以来当代中国文论发展中出现了人学文论

话语形态、审美论文论话语形态、价值论文论话语形态、形式论文论话语形态、中国古代文论现

代化文论话语形态、文化诗学文论话语形态、文学伦理学文论话语形态、中国阐释学文论话语形

态、后学文论话语形态、生态论文论话语形态、知识社会学与文化研究文论话语形态、文艺人类

学文论话语形态、文学地理学文论话语形态等十多种代表性文论话语形态。（单小曦，2025a）其

中，前 8种话语形态属于现代性文论话语范式，后 5种话语形态属于建设性后现代性文论话语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媒介文艺研究”（18ZDA28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介文艺的‘中国图像’研究”
（22BZW19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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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这十多种话语形态和两大话语范式，基本都是以书写—印刷文艺现象为研究对象建构起来

的。其中有少数话语形态，如形式论文论话语、知识社会学与文化研究文论话语，虽看到了模拟

性电子媒介兴起后当代文艺的发展变化，提出了文论话语的视觉或图像转向、文化研究转向等主

张，但整体上并未超出现代性、建设性后现代性的文论话语范式。相对而言，笔者主张把模拟性

电子媒介时代及该时代出现的视觉化和图像化文艺现象与数字（数智）时代及该时代特有的数字

（数智）新媒介文艺现象区别开来，倡导建设和发展针对新媒介文艺现象的新媒介文论话语形态。

（单小曦，2025a）新媒介文论话语形态既不属于现代性范式，也不属于建设性后现代性范式，它

独立构成了以“数字现代性”为基本属性的新型文论话语范式。（单小曦，2025b）

本文的任务是继话语形态、话语范式研究后，进入“话语形态—话语范式—话语网络”模式

的第三个层次和环节——“话语网络”，研讨当代中国文论各种话语形态和话语范式得以生成的

“构型”机制、生产逻辑。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论主要存在两大话语网络，即书

写—印刷话语网络和数字话语网络。正是在书写—印刷话语网络“主导”下，才型塑出了现代

性、建设性后现代性两大文论话语范式及其所属的十多种文论话语形态。而在数字话语网络“主

导”下，数字现代性文论话语范式及其所属的新媒介文论话语形态也才得以构建。

一、从“知识型”到“话语网络”

本文所说的“话语网络”，借用的是德国媒介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

所使用的术语“aufscbreibesysteme”（记录系统）的英译词“discourse networks”。英译者采用这

一翻译旨在强调基特勒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对话关系。基特勒的“话语网络”

对应的是福柯的“知识型”。福柯使用“知识型”试图揭示人类历史上各个阶段知识生产的基础

条件，即“知识空间内的那些构型（les configurations），它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米

歇尔·福柯，2001，第 10 页）如果话语具有存在性地位，人类的一切知识生产都表现为话语，

“知识型”也就必然是话语“构型”，“它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

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米歇尔·福柯，1998，第 214页）需要强调的

是，有人把福柯的“知识型”混同于库恩的“范式”，这是不恰当的。在谈及知识的非连续性问题

时，福柯说：“不是理论形式变了（范式更新或对系统整体的修改）。问题在于是什么在管理（gov‐

ern）陈述，……这是体制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的政治性问题。”（米歇尔·福柯等，1991）尽管

福柯在提出“知识型”时还没有挑明它的权力属性，但思考“什么在管理陈述”亦即话语制度问题

在这里已经开始，而“话语制度是政治的”，“范式是认识论的”，（Giorgio Agamben，2009，p.14）

即思考范式和探究“知识型”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理论旨趣。前者是按认识论思维进行的

“话语是什么”的基本属性研究；后者则是按制度、权力等话语得以形成的政治视角进行的“话

语如何是”的构型机制研究。这也是笔者讨论话语范式和“话语网络”（包括“知识型”）所持

的基本立场。正是从话语制度出发，福柯提出，“文艺复兴‘知识型’”以“词”与“物”之间

的“相似性”原则进行知识话语生产；“古典‘知识型’”抛弃了“相似性”，以“同一与差异”

或 “表象”原则进行知识话语生产；进入 19世纪的“现代”，现代性意义上的“人”占据了知识

话语构型的核心位置，一切知识话语生产都被置于“人之死”这一限定原则之下。

基特勒的“话语网络”继承了福柯“知识型”的话语构型、话语制度概念内涵，同时也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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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一种严峻挑战。在基特勒看来，福柯不过是图书馆里的知识考古学家，他只停留于书写—

印刷文化，只着眼于文字符号、语言文本来考察话语，探究“知识型”。然而，“书写本身也是一

种技术媒介（techological media）”，它对文字表意具有基础性的建构作用，“知识考古学家却完

全忘记了这一技术的存在。因此，在其他媒介进入图书馆书库之前，他的所有分析都已经崩溃瓦

解。（他的）话语分析无法用于声音档案或成堆的电影胶片。”（Friedrich A. Kittler，1999，p.5）

即如果只从文字资料、编目文献层面进行知识考古，而不考虑渗透其中的技术力量亦即媒介的物

质建构功能，这种话语、“知识型”阐释都是在搭建空中楼阁。特别是 20世纪后，电子录制和存

储技术挑战了传统手写和古登堡机械印刷复制技术的统治地位，人类文化生产和话语实践进入了

新的时代，一种超出福柯“知识型”的新话语构型已经诞生。按波斯特的说法，“新兴的支配形

式根本不是语言行为，而是语言设定（formations），是对象征符号的复杂操纵”。（Mark Poster，

1990，p.87）为了能够充分说明问题，在研究者和译介者的推动下，基特勒接受了“话语网络”

概念，并主张以此代替“知识型”。所谓“话语网络”，指“允许特定文化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

数据的技术和机构……所有图书馆都是话语网络，但话语网络并非都是图书。在第二次工业革命

中，随着信息流的自动化，话语分析已经不能穷尽所有知识与权力的形式。当下的考古学必须把

技术媒介中的数据存储、传输与计算也考虑进来。”（Friedrich A. Kittler，1990，pp.369-370）即

同为话语构型，“话语网络”不同于“知识型”最突出之处在于，它锚定的不是语言、文字、书

写、文献等书写—印刷文化的符号文本属性，而是“数据流”（data streams）的计算、传输、存储

技术与机构及其对话语的建构功能。从这种认识出发，基特勒分析出了三种“话语网络”，即中世

纪末到1800年间的“学者共和国”、19世纪的“话语网络1800”、20世纪的“话语网络1900”，其

后继者还提出过“话语网络2000”。按此划分，福柯的“文艺复兴‘知识型’”和“古典‘知识型

’”都被划入了“学者共和国”，“现代‘知识型’”对应的是“话语网络1800”。福柯一笔带过式

地提到“后现代‘知识型’”，勉强可以和“话语网络1900”形成对应。

基特勒“话语网络”突出了福柯“知识型”忽略但现实存在的物质条件——技术和机构，应

该说是一种理论推进。不过，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不应把话语网络仅视为来自技术和机构两个

要素的构型力量，也不能以技术和机构代替语言文字、文本文献来解释话语构型。话语网络中

“网络”一词已经表明，它是多种媒介要素叠加复合、交织成网、协同生产的机制。笔者一直坚

持认为，文艺生产实践中的媒介总是复数性的媒介系统，具体包括语言符号媒介（口语、文字、

色彩、线条、形状等）、载体媒介（承载语言符号的声波、甲骨、纸张、画布、屏幕、计算软硬

件等）、制品媒介（册页、书籍、光盘、网页等语言符号与载体相结合的制造物）、传播媒体（出

版社、影视公司、网站、自媒体等制作传播信息的机构和平台）、技术媒介（发声技巧、书法、

印刷技术、电子技术、数字技术、大数据技术等渗透在前三种媒介层面中的技巧、技能、技术）

等多种层次，它们复合运作，同时将不同主体、语境、世界等连接、聚集和接合在一起，形成文

化意义生产活动和生产机制。①传播学研究一般把人类信息传播史分为五大阶段，每一阶段分别

以一种主导媒介来命名，即口语媒介时代、文字媒介时代、印刷媒介时代、电子媒介时代和数字

媒介时代。（熊澄宇，2011，第4页）其实，这五大时代亦即口语符号媒介、文字符号媒介、印刷

技术媒介、电子技术媒介、数字技术媒介主导下各个媒介系统复合运作生产意义的时代。显然，

从媒介类型上看，被基特勒强调的技术媒介自印刷技术诞生后就获得了主导性地位，而福柯以及

①更详细研究参见单小曦：《新媒介文艺生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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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缺乏媒介维度来阐释话语的理论家所看中的文字符号、文本文献也一直是话语构型媒介系统

和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它们都是在整体性的媒介系统和网络化运作中才能具体发挥建构功

能。总之，话语网络当指一个时代参与话语意义生产的语言符号媒介、载体媒介、制品媒介、传

播媒体和技术媒介共同构成之媒介系统或媒介网络的生产运作机制。

这样，我们可以提出比福柯和基特勒更为阔大且涵盖全部人类文化发展史的三大话语网络或

媒介“文化型”——口传话语网络、书写—印刷话语网络、数字话语网络。之所以把书写和印刷

合并到一起，是因为两者具有明显的连续和推进关系。而电子媒介主导也难以创造一种独立的话

语网络，因为上述五大媒介和五大发展阶段意义上的电子媒介（不同于包含了数字媒介的广义电

子媒介）不过是数字媒介的先声，在文本上仍保持原子固态实体性，在信息生产与传递上它仍保

留着旧的类比方式（不同于数字计算方式）和印刷大众媒介时代发展起来的少数人制作向大多数

人“播放”的模式。以此视野观之，福柯的三大“知识型”和基特勒的“学者共和国”“话语网

络1800”都属于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基特勒的“话语网络1900”及其后继者们所说的“话语网

络 2000”大致可以划入数字话语网络。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话语都是上述不同话语网络或媒介

“文化型”中的具体生产，而作为具体话语类型的文论话语也包含其中。

口传话语网络、书写—印刷话语网络、数字话语网络贯穿了上万年甚至几万年人类文化发展

史。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它们不是一个代替另一个，而是形成了一个不断积淀和叠加的过程。福

柯在研讨“知识型”时，站在后结构主义立场强调了不同“知识型”之间的非连续性或断裂性关

系。基特勒在谈论话语网络时，淡化了福柯的断裂思维。相对而言，也许雷蒙·威廉斯（Ray‐

mond Henry Williams）关于文化发展中所说的“主导、残余与新兴”关系，更符合不同类型话语

网络的历时发展现实。无疑“主导”性话语网络在生产话语形态和范式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起

关键作用，但不能就此忽视积淀和渗透在其中的“残余”和“新兴”的话语网络因素。“残余乃

是有效地形成于过去，但一直活跃在文化过程中的事物。它们不仅是（也常常全然不是）过去的

某种因素，同时也是现在的有效因素。”（雷蒙德·威廉斯，2008，第 130～131 页）“新兴”是

“主导”话语网络中不断被创造出来可能生成新话语网络的新关系、新类型、新价值等因素。“主

导”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需要形成对“残余”和“新兴”的“收编”（incorporation）。显然，

“主导”“残余”和“新兴”是一个动态转化过程，现在的“主导”时过境迁后就变成了“残余”，

现在的“新兴”未来就可能成长为“主导”。就作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型机制的话语网络整体

情况而言，一个时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当代中国现代性和建设

性后现代性两大文论话语范式及其所属的各种文论话语形态都主要来自这种话语网络的建构。不

过目前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主导”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曾经作为“新兴”的数字话语网络正

向“主导”迈进。而作为“残余”的口传话语网络在书写—印刷话语网络中只是苟延残喘，在数

字话语网络中却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沃尔特·翁的“次生口语文化”研究和麦克卢汉的“重新部

落化”研究都指明了这一点。我们还需看到，不同话语范式及其中的话语形态背后起作用的话语

网络具体制约过程也表现不同，它们之间具有不同的复杂关系。对于现代性、建设性后现代性范

式中的各种话语形态而言，以书写—印刷话语网络为“主导”，作为“残余”的口传话语网络和

作为“新兴”的数字话语网络也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对于新媒介文论话语而言，当前也受到了书

写—印刷话语网络的建构，但主要构型力量则来自数字话语网络。换言之，当前数字话语网络已

经构成了新媒介文论话语构型机制的“主导”，书写—印刷话语网络正在从新媒介文论话语构型

130



机制的“主导”走向“残余”的途中，但仍对新媒介文论话语构型发挥着一定的影响。

二、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型“主导”

当前，书写—印刷话语网络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主导”性话语构型机制，同时也构成了中

国新媒介文论话语的“残余”性构型力量。

要充分理解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特点，需首先引入作为文化“残余”的口传话语网络作为

参照系。口传话语网络即中西方文字发明前的人类话语构型或文化型，具体表现为口语符号主导

下包括声波载体、身体载体、表情符号、发音技巧等协同生产的话语构型机制。著名的“帕里—

洛德”理论在研究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人类早期史诗“创作”特征时，较早触及了这一重大问

题。作为一种文字书写无法再现的原生口语文学，史诗表现为表演者和观众在“部落化”场域中

的活态交流活动，其文本具有一次性或不可重复性的特点。为了完成每一次创作，诗人需要依靠

一套主要诉诸记忆且口耳相传的程式化手段，具体包括“六部格诗行”的选词原则、“标准化的

套语和陈词”“标准化的主题”和其他“预制构件”等。其实，这种情况超出了史诗叙事类文学

范围，在中国古代的口语诗歌如《诗经》中也有着充分的表现。正是后世文字书写时代文人创作

所不屑和鄙夷的“陈词滥调”和程式，构成了口传文学话语生产的必需手段。（Albert B. Lord，

1971，pp.30-67） 哈弗洛克 （Eric A. Havelock） 认为，荷马时代“这种在记忆中重温经验的方

式”，而不是文字发明后的“分析和理解”式思维方式，对于开始接受文字书写文化型的柏拉图

而言，就是“敌人”。（Eric A. Havelock，1963，p.45）因此，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原

因并不是表面上的诗人“说谎”，深层次上的原因是他无法接受口传话语网络。“荷马时代的希腊

人重视陈词滥调，不仅是诗人如此，而且整个口语知识界或思想界都依赖于这种程式化结构来构

建思想。在口语文化中，知识一旦获得就必须不断重复，否则就会丢失：固定的、程式化的思维

模式对智慧发挥及其有效性至关重要。”（Walter J. Ong，2002，p.24）远古时代全部话语、思想、

知识都是按照这样的话语网络进行生产的，这里自然包括关于早期文学的谈论，即对应后世文字

文论话语的口语文论话语。具体言之，口语文论话语是受作为谈论对象的文学程式和自身套语陈

词双重制约的产物。

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完全不同于或者完全相向于古老的口传话语网络。书写—印刷话语网络

是在文字书写基础上，经由书写和印刷技术联合主导，由语言文字符号，石头、甲骨、羊皮卷、

纸张等载体，册页、书籍等制品，以及抄书、刊刻作坊、现代出版印刷机构、书店、图书馆等协

同生产话语的构型机制。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特殊性主要来自文字书写和印刷技术联合主导媒

介系统的生产方式。文字书写可以使头脑意识以符号形式外化到各种载体媒介上，形成一种脱离

现场交流环境的独立存在的客观物质实体性文本。这种文本不仅仅表现为文字符号的交织，而且

还内在包括各种载体以及文字符号与各种载体通过制作技术制作而成的制品媒介。此类文本的物

质实体性来自语言符号、各种物质载体及各种制品的结合效应。正是以这种文本的生成为标志，

不仅口语世界中在场性活态文本被打破了，同时也改变了话语的交流机制和传播形态，原来的

“部落化”交流活动走向了终结。从此，一体化在场性的文学及文论话语交流活动被分为了三大

阶段：一是生产者的创作或制作活动；二是传播者的传播活动；三是接受者的接受和消费活动。

每一个阶段都以相对于口语互动生命世界的“僵死”文本为依托。“悖论的是，文本脱离鲜活的

从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到数字话语网络

131



2025年第4期

人生世界而死去了，徒留僵死的视觉形象，但正是这样的僵死确保了它的永恒和复活的潜力，在

众多读者活生生的呼唤下，它又可以复活成无限生动的语境。”（Walter J. Ong，2002，p.80）也就

是说，作为一种实践，文字书写和印刷媒介主导下的话语传播最终还是要通过交流得以实现，但

不同于口语世界的整一活态过程，此时的交流不仅需要以分割出来的个体行为为前提，而且还需

要经历一个制作文本——锁死文本——复活文本的过程。而作为话语生产者的每个独立个体的精

力和创造力不再针对口语时代的交流对象，不再致力于现场互动，而是集中于这个文本，其成败

得失也都体现在个体如何制作和破解这个文本中。在个体的头脑意识内部，记忆的地位被削弱，

想象力、情感体验、理性沉思、逻辑分析等能力逐渐被建构起来，其重要性也逐渐上升。文字书

写“使人产生日益清晰的内省意识，打开了心灵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外部世界与心灵截然不

同；同时文字还为内部心灵世界打开了通向自身的大门，使外部世界成为内部心灵世界的背景”。

（Walter J. Ong，2002，p.104）孤立隔绝的个体话语生产者走向内心、主观意识，就有可能最大限

度地利用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任意性和象征性空间，发挥创造性想象，虚构人物和场景，预设

“隐含的读者”，而载体媒介向着轻便、光滑、可折叠等方面的不断进化，给文字修改和语言不断

精致化提供了可能，同时篇章结构不断变得精巧而有法度，即个体文人、专业学者创作文学话语

和文论话语时代到来了。

手工印刷术出现后，文字书写和印刷术叠加在了一起，文本的客观性、物质性进一步得到了

强化。印刷术使文字从手工书写痕迹变成了统一范模印制，并被整齐划一地按线性和分层排列在

一起，进而被制作为既具有权威性、神圣感又可以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的书籍和报刊。“文字把

词语从声音世界迁移到了视觉空间世界，而最后是印刷术把词语锁定在了此空间里。印刷术压倒

一切的目标就是空间控制。”（Walter J. Ong，2002，p.119）印刷术既形成了对文字书写形成的视

觉空间控制，还进一步拓展出了行距、页边留白、索引、清单、图表及各种特别边框设计等组成

的新物理空间，它们和语言符号的象征性空间结合在一起，为话语生产者意义编码、解码活动提

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印刷术也使话语交流过程的条块分割程度进一步增强，使话语传播环节变

得更多、更复杂，特别是到了现代机械发展阶段出现了经纪人、编辑、美工、排版等各种中介工

种和从业者，话语发话主体和受话主体之间的距离被进一步拉远。这一切都为话语发话主体、传

话主体、受话主体提出了新要求，即每一类主体都要在各自生产环节充分发挥主体性。发话主体

积极致力于文本内部空间的搭建和开拓，不断改进意义编码技巧，文学本文不断走向独特、丰

富、蕴藉、深邃、多意；文论文本进一步逻辑化、理论化、深度化、体系化。传话主体积极致力

于文本二次创造和制品媒介的精细化生产，编辑、美工、排版、印刷精益求精。受话主体需不断

提高“前理解”水平，调动智力、情感、理性和逻辑等能力，感受、体验、挖掘、反思文本，最

终形成有深度的审美接受或理论阐释。在这一过程中，经典文学话语和评价标准得以确立，现代

性文论话语范式（具体表现为观念模式和叙述模式）得以建构，后现代性文论话语范式也具有了

解构对象和新建构的前提。

除了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一般性内涵外，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网络还有着自身的时代性特

征，即它具体表现为积淀着书写—印刷话语网络一般性内涵的机械印刷话语网络。这种机械印刷

的话语网络对包括新媒介文论话语在内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具有更为直接的型塑力。机械印刷话

语网络是在具有高科技特点的现代机械印刷技术主导下的语言文字、现代工艺纸、现代期刊图书

及其编辑出版机构等协同生产文论话语的构型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上述各种媒介类型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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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到了电子和数字技术、电子屏幕、数字化电子书、网站等领域。这种情况一方面进一步突出了

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网络不同于传统或一般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当代品格；另一方面，这些新型

媒介不过都是对现代机械印刷技术主导媒介系统中各种相应媒介类型的补充和延伸，并不具备后

面讨论的数字话语网络中各种媒介形式的独立性，此时它仍未超出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大范

畴。作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网络具体表现形式的机械印刷话语网络，形成于中国 19世纪下半叶。

中国自唐代发明手工雕版印刷术之后，手工书写和手工印刷不断整合，共同长期主导中国古代媒

介系统生产。16世纪末，德国古登堡于 15世纪中叶发明的现代机械印刷术传入中国，印刷术在

中国传统媒介系统中的地位急剧上升。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现代机械印刷术代替了原来的手工

书写—印刷联合主导而单独发展成为媒介系统中的主宰，即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现当代形态

——机械印刷话语网络开始形成。机械印刷话语网络的新特点主要源于现代机械印刷技术带来印

刷生产效率的空前提高，及其推动的媒介系统内部诸媒介要素的变革及文学、文论话语的新变

化。这里发生了一个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连锁反应：机械印刷术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空前提高，

催动了清末民初兴办报纸杂志和图书出版的浪潮，即媒介系统内传播媒体从手工刊刻作坊到产业

化现代传播机构和制品媒介从手抄册页书籍到编排设计精致化的现代出版物的重大革命；清末民

初的报纸杂志浪潮催动了史无前例的白话文运动（蒋晓丽，2005，第 83页），即媒介系统内语言

符号媒介从古典文言文到现代白话文的重大革命；白话文运动催动了西方文学的译介以及中国古

典文学话语的终结和“五四”新文学话语的诞生；古典文学话语的终结和“五四”新文学话语的

诞生催动了古典文论话语的终结和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的生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晚清以

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消失了，（洪子诚，2002，第 206

页）其中也包括文论与批评话语阵地。但机械印刷主导下的媒介生产机制不仅被保留和延续下

来，还在国家行政力量介入和主流意识形态支持下，进一步强化了。从 1949到 1978年，国家不

仅认可了这种机械印刷媒介生产机制，而且将之直接纳入了计划经济体制之内，文学和文论期

刊、图书的出版都被置于具有行政级别的文联、作协、高校、科研院所管辖之下，这样也就使之

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保障。1978年之后，先有思想解放时代精神的助推，再有市场经济消解计

划体制和激发媒介生产力的双向涤荡，当代中国机械印刷媒介生产机制一度走向鼎盛。当然，从

20世纪 80年代末电视普及，到 90年代网络兴起，再到 21世纪从Web 2.0 到Web 3.0的发展变迁以

及人工智能、元宇宙浪潮来袭，当代中国的印刷媒介生产机制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和冲击，

但因其具有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积淀出的千年牢固根基以及70多年来社会制度、文化教育体制的

支持，今天它依然坚挺，并内在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生产主流的深层构型机制。

当前，书写—印刷话语网络构成了当代中国十多种代表性文论话语的“主导”性构型力量，

同时也以其“活跃的”“有效的‘残余’”身份在对新媒介文论话语发挥着建构作用，也单独形

成了一定的后果。比如，今天的很多新媒介文艺研究成果，仍是以纸媒印刷性的专著、论文在出

版发表，中国的学术体制在成果认定上，仍以这种形式为评判依据，而发布于各种网络平台和以

数字形式出现的成果常常被轻视、忽视甚至不给予承认。

三、数字话语网络：“主导”构型新媒介文论话语

今天，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生产整体角度而言，数字话语网络还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

从书写—印刷话语网络到数字话语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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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走在成为“主导”话语网络的途中。它以“新兴”身份参与了中国现代性、建设性后现代性等

各种文论话语形态的生产。而对于中国新媒介文论话语而言，数字话语网络已经成为“主导”性

的构型力量和机制。中国新媒介文论话语之所以形成一种以数字现代性为基本属性的独立话语范

式，主要是数字话语网络型塑的结果。数字话语网络是由数字技术主导下的语言文字、图像、声

音等符号，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等载体，网页、电子书、数字艺术产品等制品，以及网站、自媒

体等平台机构协同生产文论话语的构型机制。数字话语网络的特殊性主要来自数字技术主导下的

媒介系统生产方式。

从话语信息生产的文本方面来看，数字技术主导的媒介系统生产出了不同于传统实体性文本

的数字化文本。书写—印刷以及模拟性电子媒介主导的信息生产主要是以类比和再现方式进行

的，具体即按照类比和再现法则将信息符号化，再把符号置于载体媒介之上并进一步加工为制品

媒介，通过媒体传播给接受者，从而完成信息生产过程。相对而言，数字技术主导的信息生产最

关键之处在于实现了信息数字化，即一切信息都被转化为可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和“1”，以

计算方式对其进行加工、传送、存储、还原。符号化、载体化、制品化和媒体传播每个环节都不

再是单纯类比和再现，其更底层的运行逻辑是计算法则或算法。无论是类比再现还是计算方式，

都需要利用对象构成数据的连续性和离散性来实现。比如语言符号文本是由可离散的句子、词

语、词素等不同单位构成的连续体；模拟性电影胶片是以“帧”为单位可离散的图片连续体。连

续性以离散性为前提，没有离散性就无法完成以类比再现为法则的连续性整体。此处的问题是，

在书写—印刷和模拟性电子媒介中，上述单位、样本的离散性呈现并未被进一步量化，即并未被

赋予某一特定范围的数值。它以混沌的原子性物质实体形式出现，信息连续体一旦形成，就成为

样本顺序不可更改的整体凝固物。现代大规模机械复制的就是与这种凝固物“模板”一模一样的

副本。数字化信息生产则完全不同。它首先通过“采样和量化”两个步骤 “将连续性数据转化为

数值化呈现”。（列夫·马诺维奇，2020，第28页）比如用一个像素网格代表一个数字影像，即采

样；比如在一个8位的灰阶图像中，数字范围被确定在0到255之间，即量化。采样与量化造就了

可计算的“模块化”新型离散性，此时信息连续体以短小自足的模块为单位。更为关键的是，这

里的模块不再是混沌一体的原子性物质实体，而是高技术化、可编程的计算程序，它自身是独立

的，彼此间又通过算法形成连续性整体。而在此连续整体中，任何模块（程序）都可以随时获

取、修改、替换、添加和重组，一种流动性、多变性、易变性、无严格边界、可随时超链接且即

时性在线的数字文本（界面）诞生了。这种模块化和可编程的离散性是数字话语网络生产的底层

逻辑，以此形成的数字文本（界面）是数字话语网络生产的关键成果。如果对这一成果做进一步

的哲学追问，可以将之视为“数字物”（Digital Objects）。“数字物”既不同于被传统形而上学解

释为质料和形式统一的自然物，也有别于控制论、一般技术哲学认定的作为“自组织系统”的技

术物。当然，数字物首先已经是技术物，一般技术物的“自反性”“自创生性”都是存在的。同

时，数字技术已经使这种“自反性”“自创生性”走向了智能化。究其根源，还在于计算的性质。

有学者认为，就像人有意向性一样，算法也应被看作存在着一种意向性。计算起源于衍生，计算

衍生的语义是不同于自然语言的纯粹语义，“计算数据就像感官材料一样，应被当作意识流，

……此处我们可以看到元数据，元数据方案与数码（字）物之间的重要联系，在算法的意向下，

元数据方案作为范畴，从数据流中创建客体形式，从而向我们呈现数码 （字） 物。”（许煜，

2019，第82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数字物的数字文本实质是智能化文本。从内部结构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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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文本（界面）包括“文化层面”和“计算层面”两个基本面。前者处于上层，主要表现为以概

念、范畴、命题和情感、想象、价值追求等表征传递人类知识、经验、价值观等，通过类比再现

方式达成；后者处于下层，主要表现为计算机语言、数据结构、数据包、函数与变量等，通过搜

索、匹配、分类、选择、删改、重组等计算方式达成。“这两个方面‘合成’在一起。这种合成

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计算机文化，它把人类的意义与计算机的意义综合起来，既包括人类文化模拟

世界的传统方式，也包括计算机呈现世界的独特手段。”（列夫·马诺维奇，2020，第 46页）显

然，文本的智能性主要来自计算层面。最重要的是，计算层面从根本上影响了文化层面，从话语

形态到话语范式都因此而被改变。新媒介文艺话语文本和新媒介文论话语文本都是由这两个层面

“合成”的话语文本。

从话语信息的载体和制品媒介生产环节及生产机制看，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通过数字化的

采样和量化，原来的纸张、书本等原子性载体和制品的物质实体形态都被打破了，并以符码计算

方式转换为了计算机和网络交互界面。这样，考察话语信息的载体媒介和制品媒介的生产机制，

就转变成了考察计算机网络交互界面如何制约话语意义生产的问题。20世纪的语言学早有关于语

言媒介影响使用者对世界的认识和思维方式的看法。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说较早考察了印刷媒

介塑造人的世界观和关于世界的现象问题。在媒介生态学看来，“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

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只管把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送到另一个地方。实际上，媒介的固有的

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塑造着什么信息被编码和传输、如何被编码和传输，

又如何被解码”。（林文刚，2007，第30页）这里的传播媒介应该包括媒介系统的各个层次和各种

类型，自然包括数字化环境中取代此前载体、制品媒介的交互界面。在马诺维奇看来，使用增强

版的“符码的非透明性”观点来解释人机交互界面形成的媒介偏向效果是合情合理的。理由如

下：交互界面塑造了用户对计算机的想象及获取媒介对象的看法；交互界面剥除了原来载体和制

品媒介的原有特征，并将自身的逻辑强加给它们；交互界面以自己的方式组织计算数据，为用户

提供了不同的世界模式。这就是说，交互界面并非仅仅是进入计算机数据的透明窗口，更带来了

自身的强大信息。此即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在计算机网络交互界面上的具体表现。就进入网

络空间的文艺话语和文论话语而言，它们的“内容—形式（或媒介）”的关系已经被 “内容—交

互界面”关系所取代，原来承担制约内容、审美性、观念模式发生的形式、媒介建构功能就让位

给了交互界面。就文艺话语而言，空间、时间、表面特定布局等维度给用户带来的特殊艺术体

验，都来自交互界面的创造。“交互界面的一点点变化，就会导致整个作品产生巨大的改变。从

这一点上看，如果认为交互界面是一个独立的、可以被随意更改的层面，那就是在抹除新媒体

（介）艺术作品作为艺术的地位。”（列夫·马诺维奇，2020，第 65～67页） 就文论话语而言，新

媒介文论话语不仅需要对上述情况给予讨论，话语信息生产、话语范式中的观念模式和叙述模

式，也同样要被交互界面所建构和型塑。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先于交互界面、类似于传统书

刊出版和发表的那种已经完成并定型了的文论话语内容，一切都是进入交互界面后同时生成的。

在今天的数字技术环境中，当某一文论文本进入网络交互界面之时，就等于进入了一个由超文本

系统构成的“文献宇宙”，此文论文本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文本块或文本片段，它与界面中早已存

在的其他文本块之间是无缝链接关系，而不是传统图书馆和一本文论论著之间那种边界分明的关

系。此时，文论话语意义的形成不再来自某个孤立的文本块，而来自整体的“文献宇宙”这一宏

观背景，而且在具体实践中背景与前台也是无界限的，可以随时随机切换。即使就处于过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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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刷文论作品的数字版而言，今天已经可以通过文内、文外、网络等不同范围的搜索、复制、

标记、格式转换、插入、评注等手段，将原来固定完成了的文本敲碎、分割、重写，甚至可以把

“文献宇宙”中任何所需内容链接引入，文论内容或信息生产在此同步发生。这在纯粹数字化文

论话语交互生产中更是明显，已不必赘述。

从话语信息的传播媒体这一生产环节和生产机制来看，原来的期刊杂志、图书出版机构已转

换为网站、自媒体等平台。这样，话语初始作者即发话主体和传播者的地位降低了，中心化的话

语权力关系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发话主体的知识圈层被打破，一般公众、粉丝读者等都有获得

文论发话主体身份的可能。同时，发话主体与受话主体之间的关系也从教化关系变成了平等对话

关系，原来的各种固定身份可以互相转换，甚至在匿名、分身状态下同时存在。原来被书写—印

刷传播分割为生产制作、传播、接受消费三个片段的话语交流过程，再次被整合为在线即时交互

整体。“在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意识意义上，我们正在回归部落主义。”（Marshall McLuhan，

2003，p.129）“回归部落主义”不仅意味着个体意识支配的发话主体和受话主体又可以类似口传

文化时代那样，通过虚拟空间实现及时在场互动，还意味着一种新集体意识的萌生和合作式话语

生产方式的形成。新集体意识并不反对个体意识，而且反对排他性个体意识，主张在数字化存在

状态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合，以合作模式生产话语意义。首先，实现不同学科背景个体之间

的在线合作，这里既包括打破不同人文学科之间的壁垒，也包括打破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的

界限，例如文学艺术学科与计算机、信息技术学科之间不同学术主体之间的破壁合作；其次，实

现不同身份个体之间的在线合作，比如学者、作者、编者、读者（欣赏者）等从不同角度进行的

联合话语生产；最后，实现人类主体与“后人类主体”之间的在线合作，具体即人类主体和赛博

格主体、人工智能主体等之间的联合话语生产。

四、结 语

按照笔者提出的“话语形态—话语范式—话语网络”反思和研究模式，话语网络处于该模式

的底层。不同于话语范式那种在认识论思维下的关于文论话语“是什么”的基本属性研究，话语

网络研究则考察“如何是”或如何生成的构型机制问题。沿着从福柯的“知识型”到基特勒的

“话语网络”的研究脉络，笔者将话语网络视为一个时代中参与话语意义生产的语言符号媒介、

载体媒介、制品媒介、传播媒体和技术媒介共同构成的媒介系统或媒介网络的生产运作机制。在

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现实中，书写—印刷话语网络是现代性、建设性后现代性两大话语范式及其诸

多所属话语形态的“主导”性构型机制。由于这两大话语范式中的各种话语形态构成了当代中国

文论话语的主流和主体，书写—印刷话语网络亦构成了整体性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型机制的

“主导”。书写—印刷话语网络的特殊性主要来自文字书写和印刷技术联合主导的媒介系统生产方

式，它带来的是客观物质实体性文本、条块分割的文艺与文论话语交流方式，现代性和建设性后

现代性文论话语范式得以构建。相对而言，数字话语网络构成了中国新媒介文论话语构型机制的

“主导”。数字话语网络的特殊性主要来自数字技术主导下的媒介系统生产方式。在数字话语网络

主导下，中国新媒介文论话语生产出了不同于传统实体性文本的数字化界面，以符码计算方式转

换为计算机和网络交互界面和“数字物”，以及灵活和互动性更强的数字化传播平台，而这一切

正在推动中国新媒介文论走向和成为一种独特文论话语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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